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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要求。以长江经济带 107 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在 利用超效

率 SBM 测度生态效率指数以及建立产业升级二维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广义动态空间模型，探讨 产业高级化和产业

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城市生态效率在长江经济带流域间存在 梯级差异，下游城市生态效率

普遍较高，中上游城市生态效率则进步明显。产业合理化在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双重作用下促进生态效率进步，

产业高级化则更多体现在正向溢出效应，且在不同流域对城市 生态效率产生异质性作用。伴随经济水平提升，产

业升级对城市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愈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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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依次涵盖上游成渝经济区、中游城市群和下游长三角城市群三大经济集聚区，战略地位十分显著
①2
。《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长江经济带逐渐成 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2018 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强调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正确把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 保护中发展，摸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途径。在此背景下，以最少的生产资源消耗 和最小的生态环境影

响换取最高经济产出，同时将生产规模控制在环境承载力以内，实现最优的 生态效率[1]，促成生态保护、资源集约和经济增长

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建设的远景目标。 

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红利”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证明[2]，是经济发展实现持续增长的保证。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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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反映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内部关联变化，而产业升级是其正向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实质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

的有机流动、协调配置并通过技术进 步等手段在产业内部提升生产率水平。整体来看，中国产业升级程度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密切相 关，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
[3]
，而产业升级是否促进社会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发展，暂未形成统一定 论

[4]
，产业升级与生态

环境有何关联性同样众说纷纭
[5]
。那么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 果和作用机制又如何呢？产业升级与城市生态文明能

否并行不悖呢？本文实证探究产业升级与 生态效率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利于深化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生态优化关联作用

的认识，从中 发掘促进生态效率提升的产业政策取向，为加强区域间环境保护交流合作、缩小区域生态效率差 距提供理论支

持和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1.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配第-克拉克定理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经验规律，它强调各产业由于存在收入弹性和技术进 步差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

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分布会逐步由第矛业向第二、三产业过 渡，体现产业升级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跃迁[6]。我国的产业升

级演变历程同样遵循该经验规律。 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17 年，中国已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且第三产业占

GDP 比 重达 51.6%。反过来说，产业升级是否有利于经济产出水平的不断提升呢？ 

学者证明产业升级的“结构红利”蕴含的促进效应加速了地区经济发展[7]，但在发挥促进效应 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带

来负向效应，包括环境污染、空间约束和能源资源紧张等不良后果[8]。 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效应具有一定合理性:倘若产业升级

仅具有促进效应，那么经济水平将会无 限提升，这显然与现实相悖[9]。除了单纯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外，还有学者发现产业升级

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韩永辉等实证检验了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幅度的扩大,产

业升级与经济产出的弹性呈现倒“U”型的动态演变态势[10]。在产业升级水平 较低时，劳动力要素最先开始跨行业、跨区域自

由流动，依靠“干中学”优势迅速适应产业发展趋 势，其产出弹性可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提升，此时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效应大于负向效应; 当产业升级趋势加深，仅凭借要素积累带来生产规模扩张逐渐导致资源无效供给，生产率水平难 以进一

步提升。此外，低碳环保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周期长，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造成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对放缓，直

接导致该阶段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大于促进效应。总之，产业 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取决于促进效应和负向效应的相对大

小。 

除此之外，现有文献关于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关联性的研究结论不一。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升 级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如郭子琪等发现产业升级在节能减排的直接效应和技术升级的间接 效应双重作用下缓解环境污染压力
[11]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

疑，Cole 认为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 关联性不强，产业结构调整并不能明显改善环境质量[12],主要原因是以单纯要素积累带来生

产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低水平产业升级会降低资源有效利用率，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也会恶化地区生态环 境。此外，曹慧聿等证明

产业升级对大气环境污染存在先加剧后缓和的倒“U”型关系，且随时间 推移产业升级的减排治污效应愈发显著[13]。 

2.城市生态效率测度方法 

Kuosmanen 等认为生态效率等于经济发展的增加值与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之比[14]，简言 之，生态效率就是在生态环

境承载负荷下，通过控制生态投入约束达到最优经济产出并且伴随经济产 出过程的、污染物负荷达到最低的经济状态。目前，

应用 DEA 方法测度生态效率成为主流，相较于传 统 DEA 方法,超效率 SBM 方法衡量生态效率，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输入端造成的

“拥挤”和“松弛”问 题，还可以对处于前沿面的 DMU 进一步分析，有效解决 DMU间的效率差异问题[15]。 

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该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丰富，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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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量文献偏向于探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或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关联性，鲜有文献考 虑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综合影响。显然，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程度的标尺，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内涵。 

二是，现有文献衡量产业升级指数大多仅从产业结构调整比例进行测度（如第三产业与第二 产业比重），刻画产业升级的

本质存在缺陷，而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复杂过程，更需要从产业调整 的质量和方向等多角度综合衡量。 

三是，多数文献测度生态效率的研究对象主要基[省际和行业数据，衡量结果显得过于宏观， 难以反映微观层面的具体信

息。 

四是，前人研究忽视了产业升级与地区生态效率存在空间互动效应。这种区域间相互作用可 以解释为某城市产业升级不仅

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样对周围城市生态效率 发挥同质或异质性作用。因此,考察产业升级对生态效率的

作用机理需要考虑区际互动影响。 

鉴于此，本文采用超效率 SBM 方法衡量城市生态效率，基于改进的 IPAT 模型，以区际互动视 角构建广义动态空间面板模

型，从产业升级的双重维度挖掘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对生态效率 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综合考虑城市典型性与代表性，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07座城市为研究对 象，可以细致刻画长江经济带十多年来整态效率的动态演变趋势，有助于分析城市生态

效率差异 的原因，为缩小区域 A态效率差距提供实证参考。 

二、描述性事实与研究假说 

1.描述性事实 

为直观反映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和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态势，基于 GeoDa 软件绘制样本期初和期

末的空间四分位图，分析区域间产业升级水平和生效率差异，并 探讨两者的动态关联性。韩永辉等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产业高级

化和产业合理化[16]，本文借鉴前 人研究成果，从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的双重维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产业高级化指标借鉴刘伟等的做法[17],参考克拉克定律将之定义为： ，其中 Ya 为 i 城市第 a

产业的产出值,Y 为城市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产 出总量；La为第 a 产业的劳动力数量，LPa参照 Chenery 的标

准结构模型将三次产业的工业化终点 分别设置为 53 058 元、141 036元,49 441元
[18]
。A值愈大，反映产业高级化趋势愈明显。 

产业合理化是产业间均衡的比例关系和单位劳动力产值协调程度的一种反映，借鉴干春晖等做法 [3]，计算公式为：

 ,R 值愈大，表明产业结构愈合理。 

生态效率指标借鉴候孟阳等文献中的做法[19],考虑数据可得性、完整性,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单位从业人员期末数、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用水总量（市区）、全社会用电总量（市区）作为 生产要素投入指标；以城市 GDP、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作为期望产出指标；以工业“三废”排放量 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城市 GDP等指标由于价格波动因素

影响，分别利用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 GDP 平减指数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折算。由于上述指标体系中存在非 期望产出指标，

本文采用线性函数变换对该指标做正向化处理[20]，具体公式为：f(xit）= max（xt ）+ 1 - xit , xit为 i 城市 t 年的污染物排放

量，max（xt）为 t年所有城市中污染物排放量最大 值，因数据包络分析法要求投入产出指标均大于 0, f(xit）保证“三废”指

标处理后均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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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选取样本期初和期末两年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图 1和图 2分别是长江经 济带城市 2005年和 2016 年产

业高级化与产业合理化指数空间分布结果（荆州市地理数据缺失）， 图例小括号中数字表明各类别城市总计数。 

产业合理化指数演变趋势显示，长江下游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最高，中游城市次之，上游 城市产业合理化指数最低，

样本期内，中下游城市产业合理化指数进步明显，上游区域产业合理化 提升疲软，产业升级优化压力凸显，而长思、武汉、长

沙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合理化集聚效应显 现。产业高级化指数演变趋势显夸,上中下游产业蒿级化水平依次递增，整体与合理

化指数空间分布接近。 

 

图 3是长江经济带城市样本期初和期末生态效率水平空间分布结果。两图显示,样本期初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并且下游地区生态效率普遍较高，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普遍偏低，可喜的是流域间生态效率差距不断缩减，中上游区域生

态效率进步尤为显著。此外，部分区域生态效 率呈现空间集聚现象并具有不断增强的趋势,长三角地区和成渝周边区域正向集

聚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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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流域间生态效率和产业升级指数空间分布呈相似特征，下游地区产业升级指数和 生态效率水平均呈最优状态，

产业升级水平越高的区域，其生态效率指数也越高。初步认为：产业 升级与生态效率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内在关联性,产业高级

化和产业合理化均对生态效率进步发挥 促进作用。这仅是根据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布结果的初步推断，后面将从空间互动效应视

角探究其 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 

2.研究假说 

长江经济带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水利交通网络和广阔的市场开发潜力吸引大批企业 “安居落户”。在招商引资等

利好政策的吸引下，各级政府将引进工业企业，尤其以重工业企业作 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使得流域沿线遍布钢

铁、石化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重化工 围江”态势长期存在。更为关切的是流域间片业结构比例呈现梯级差异，下游地区

已处于工业化 发展后期，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中上游城市仍处在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长期占据 主导地位，战

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显著阻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由此推断，流域间产 业结构的梯级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关联密

切，调整原有产业结构失衡关系，形成集约型发展路径 是促进生态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因。、蠢乍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间存在内在关联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生态效率的有效手段。 

同时，我们应当考虑生态效率变动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具有空间互动影响的特点，这种影响 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地形:

气候、水流流向等地理因素和环境污染本身的负外部性特征导致 本城市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样对周围城市造成生态破

坏，例如，上游企业未经处理排放 的污水流经下游区域，上风向区域的污染气体吹向下风向区域，都会对污染源区域和流经区

域的 生态环境造成双重污染。二是地区的集体策略性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地区个体的行为会诱导区 域集体行为的发生。

例如,某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区际间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的重新流动和 配置.，这会间接影响到其他城市的生态效率。此外，

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和发展政策时，会不 自觉地借鉴和学习代表城市的相关制度安排，引导本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长此以往，会造成 一定区域内的“政策趋同”现象，从而影响区域整体生态效率水平[2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 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优化与地区生态效率存在空间联动效应，产业升级既能促进本城市 又能促进其他城市生态效率进步,

产业升级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三、实证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说一，基于改进的 STIRPAT 模型，分别从上中下游实证检验产业升级与生态效 率的内在关联性，考察产业升

级是否促进长江经济带各流域的生态效率进步;为验证研究假说二， 基于空间互动视角构建广义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产业高

级化和产业合理化是否存在空间溢出 效应，是否对其他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1.基础模型 

(1)模型设定 

美国经济学家 Holdren提出的 IP AT 模型诠释了经济发展对告态环境影响的认识框架，认为经 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

人口、富裕程度和科技水平等因素密切关联[22]。之后，国内学者将模 型延伸到关于生态效率驱动因素的探索上，从产业变革、

经济发展、城镇化、技术创新等视角进行 分析[23-24]。鉴于传统 IPAT 模型无法有效解决变量间同比例线性变化的问题,York等对

此进行改 进，建立生态影响随机模型(STIRPAT)容，即 I = aPβ1Dβ2Tβ3e。其中 I表示资源消耗、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三者耦合

作用的结果，P、D和 T分别代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Dietz 等认为技术进步变量(T)是影响经济和环境多种综

合因素的组成，反映技术进步随时间的累积效 应，而产业结构升级无疑是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率提升的结果
[26]

,本文从产业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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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产业合理化 双重角度进行刻画，故将 T设为：T=ef(A,R) = eB(A+R)，f表示产业升级的内部驱动因素，即技术进 步的综合反映。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并不是相互制约关系，长期来看，依靠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实现具有减排效应的绿色发展模

式是可行的
[27]
，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市人均 GDP 及 其二次项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以此检验长江经济带是否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假

说,具体用 LnD和 (LnD)
2
)表示，两边取对数，得到本文基础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直 E表示生态效率指数；P表示人口规模，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A和 R分别 表示产业高级化顶产业合理化；

假设随机误差项ε服从正态分布，i表示城市单元，t表示年份，a 和β为模型估计系数。 

(2)变量设定 

①被解释变量。因为生态效率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结果， 综合反映生态文明的内涵要求，

利用基于超效率 SBM 方法衡量的城市生态效率指数表征，具体用 E 表示。 

②解释变量。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质量变迁的过程[28]。长江经济带是 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化工

围江”与生态环境质量恶化密切相关。产业高级化反映主导产业逐 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转变，表现为产业发展

的服务化倾向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体用 A表示;产业合理化是产业间均衡的比例关系和协调程度的一种反映，表示产要素在

产 业内部的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是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的一种衡量方式，具体用 R 表术。 

③控制变量。马寅初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会延缓工业化发展进程，人均 耕地面积减少和资源短缺等

问题会加剧生态承载压力。经验研究发现，以人口规模作为衡量人口 因素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标尺存在弊端[29]，由于每个城市的

区域规划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仅从人口 规模而忽视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因素往往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本文采用市区人口

密度指 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反映人口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体用 P表征。 

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经济发展已成为制约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30]。

当前长江经济带建设已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探求经济增长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路径，在生态承载力负荷下，实现最优的生态

效率水平成为目前长江经济带亟需 解决的问题。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城市环境污染并不是相互制约关系，长期来看，依靠

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具有减排效应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可行的，为检验长尊经济带是否支持环境库 兹涅茨假说，本文采用

城市人均 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用 D表示。 

(3)数据说明 

考虑到经济带内部分城市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2005—2016 年 107 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如无特别

说明,实证研究数据均来源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和部分地级城市统计年鉴,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用加权平均

数推算结果替代。为处理截面异方差问 题，人口密度和经济产出等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5—2016 年)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 生态效率 1 284 0.903 0.308 0.15 2.18 

A 产业高级化 1 284 0.888 1 0.622 6 0.055 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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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产业合理化 1 284 2.838 3.467 0.482 49.557 

LnP 人口密度 1 284 6.600 2 0.676 7 4.670 8.260 

Ln D 经济发展水平 1 284 16.176 1.006 13.310 19.457 

(Ln D ) 2 经济发展水平 1 284 262.66 33.00 177.16 378.56 

 

 (4)计量检验 

由于研究样本属于“大 N小 T”型，即城市单元数目远大于时间跨度，故分别采用 LLC检验和 westerlund方法进行单位根

检验和协整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107 座城市序列均呈平稳趋势，生态效 率与其驱动因素间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满足进

一步面板估计的前提。固定效应协方差分 析中，F统计量显著拒绝采用混合 OLS回归，进一步地,Hausman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

效应原假 设，故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是合适的。表 2 是基础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 游探讨产业高级化

和产业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 

表2第2—4列结果显示,产业高级化对不同流域生态效率影响存在差异。产业高级化(A ) 对上游和中游的回归系数为-0.279

和-0.234,而对下游城市生态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16。说明产 业高级化促进下游城市生态效率进步而抑制中上游生态效率发展，

这与传统研究结论不符[16]。 产业高级化一方面体现在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中主导产业的变迁，尤其以工业向服务业转变为主； 另

一方面体现在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和改造,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换，企业实现“脱胎换骨”， 促进整体生产率水平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以主导产业变迁为特征的产业高级化不一定带来生态 效率的提升，当前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工业化进程仍处

于第二产业主导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 滞后，产品竞争力优势不突出，尤其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尚处于初

步发展阶 段，第三产业的规模报酬优势暂未显现。在此情况下，盲目追求第三产业比重提升的低水平的产 业高级化并不能挽

回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而下游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依靠资金和人力 资本等要素长期集聚，能够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技

术升级和改造。此外，下游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环 境政策宽松，利用上海经济增长极带动周边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新能源、

光伏、电子商务等绿色 环保产业不断涌现，实现了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和生产环节的生态友好化。 

表 2 第 5—7 列结果显示，产业合理化促进流域整体生态效率发展，产业合理化带来的经济增 长促进效应大于环境恶化的

负向效应。产业合理化(R)对上中下游的回归系数为 0.013~0.032, 且至少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合理化对生态效率提升

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促进流域整体生 态效率的发展。产业合理化是衡量各产业的关联协调程度，若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有效流

动和合 理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那么产业合理化必然带来生态效率的提升；若生产资源的配置 促进经济增长而恶化

了生态环境，那要综合衡解济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影响大小，才能确定产业 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方向。考察期内，长江经济

带利用充沛的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吸引 劳动、资本等要素大量集聚，促进了产业组织内部的资源有效利用和产业间的良性

协调发展，提高 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表 2 无空间溢出的基础面板模型 

模型 
产业高级化 产业合理化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A -0.279* -0.234* * * 0.160*    

 (-1.92) (-4.15) (1.83)    

R    0.032* * 0.013* 0.021** 

    (2.13) (1-70) (2.19) 

 -0.247* * -0.030* -0.036 -0.227* * -0.016 -0.034 

Ln P (-2.39) (-1.72) (-1.64) (-2.19) (-1.3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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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 -1.268* * * 0.311** -1.409* -0.965** 0.450** 

Ln D (-2.27) (-2.87) (2.13) (-1.87) (-2.10) (2.19) 

(Ln D)2 0.096** 0.068*** 0.012** 0.073* 0.048** 0.020** 

 (2.29) (2.95) (1-95) (1.90) (2.12) (2.03) 

F F= 18.08 F= 13.43 F= 13.09 F= 18.53 F= 14.02 F= 12.68 

 (P = 0.000) (P=0.000) (P = 0.000) (P=0.000) (P=0.000) (P=0.000) 

Hausman chi2(4)= 15.08 chi2(4)= 105.08 chi2(4)= 100.60 chi2(4)= 27.88 chi2(4)=20.04 chi2(4)= 22.27 

检验 (P=o.om) (P=0.000) (P=0.000) (P=0.000) (P=0.002) (P=0.000)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检验,* * *,**,*分别表示变量估计系数值在 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控制变量中，人口密度（P）的回归系数值均为负数，但并不全部显著，从侧面说明随着人口 密度增大，劳动力过度集聚

会加剧长江经济带突破生态承载力红线的压力。经济发展水平（D ） 的回归系数在中上游区域均为负值，而下游区域显正值，

说明流域间经济水平差距会给地区生态 效率造成差异化影响，中上游城市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并没有显著改善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 质量，反而加剧了地区环境污染压力，降低生态效率水平，下游地区结论与此相反。人均 GDP 二 次项（LnD） 2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率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 水平提高，长江经济带态效率存在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这与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内涵是一致 的，该结果与马骏等研究结论相类似。需要注意的是，下游城市已处于曲线

拐点右侧，中上游 城市尚处于拐点左侧，这说明以下游城市为抓手，提升其生态效率是未来经济带发展的着眼点。 

2.空间互动模型 

（1） 模型设定 

为验证研究假说 2中产业升级和城市生态效率是否在空间互动效应，建立含有生态效率时 间滞后项和空间加权项的广义动

态空间面板模型 

 

其中，Eit-1表示生态效率的一阶滞后项，考虑到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具有时间效应的动态变 化特征[32],引入时间滞后项可以

有效克服模型中因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反映空间位置临近城市的相互依赖特征；λ表示生态效率的一

阶滞后项系数；p为生态效率空间 自回归系数；θ为解释变量，刻画生态效率和产业升级具有促进效应或是负向效应
[33]
； C表

示控制变量，即人口因素和经济水平因素，上文已做具体阐述。 

本文尝试采用两种方法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衡量产业升级的空间集聚特征：①基于地理位置 因素采用车位相邻方法构建，

即城市 i和城市 j相邻（有共同边界）用 1表示，wij =1,否则 wij =0； ②Griffith 等认为衡量垒间效应还应基不城市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关系[34],若两城市地理距离相近， 经济发展差别小，那么两城市经济联系应比较密切，因此建立经济地理权重矩阵：

wij = 1/（ | Pi - Pj* dj）, Pi - Pj 代表两城市样本期内平均经济水平的差值，dij 表示两城市的地理距 离。模型（2）的

实证分析基宇此空间矩阵,为方便计算城市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平均值，对空间矩阵 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每行元素之和均为 1。 

（2） 计量检验 

①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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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和生态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E、A、R 的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二者在空间区位上呈集

聚状态，产业升级和生态效率存在相互依赖性，但具体呈现低-低集聚 还是高-高集聚状态特征还需进一步探究。 

图 4—6 分别为长江经济带城市 2005 年和 2016 年的城市生态效率、产业高级化、产业合理化 的局部莫兰散点图。由图可

知，样本期内，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空间集聚态势未发生明显改 变，主要以低一低集聚状态为主；生态效率集聚态势存在

加强的趋势，表现为部分城市脱离低一低 集聚逐步向高一高集聚过渡。 

表 3 生态效率和产业升级空间自相关性检验(2005-2016 年) 

年份 
生态效率（E） 产业高级化（A） 产业合理化（R） 

Moran I Z 值 Moran' I Z 值 Moran' I Z 值 

2005 0.302*** 4.690 0.445 *** 6.621 0.517*** 7.839 

2006 0.358*** 5.367 0.560*** 7.975 0.393*** 5.770 

2007 0.306*** 4.440 0.491*** 7.059 0.588*** 8.712 

2008 0.228*** 3.307 0.458*** 6.582 0.609*** 9.024 

2009 0.232*** 3.375 0.436*** 6.299 0.561*** 8.571 

2010 0.117* 1.769 0.421*** 6.068 0.379*** 6.419 

2011 0.384*** 5.487 0.410*** 5.911 0.346*** 5.866 

2012 0.496*** 7.079 0.402*** 5.792 0.411*** 6.298 

2013 0.254*** 3.703 0.417*** 5.996 0.387*** 6.382 

2014 0.214*** 3.176 0.428*** 6.147 0.384*** 6.911 

2015 0.383*** 5.467 0.438*** 6.292 0.525*** 8.344 

2016 0.441*** 6.306 0.436*** 6.268 0.346*** 8.105 

注：城市生态效率和产业升级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均基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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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空间联动效应分析 

表 4为产业升级对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影响回归结果，最后两行 Wald 检验分别拒绝了空间 误差（SEM）和空间滞后（SAR）

模型的原假设，故采用广义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符合实际。基于经 济地理权重矩阵的 4个模型中，前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为产

业高级化（A），后两个模型的解释变 量为产业合理化（R）。 

表 4 空间联动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0.422*** 0.414*** 0.417*** 0.413* * * 

W* E     

 (10.95) (10.82) (10.45) (10.50) 

 -0.160* * * -0.177* * * -0.157*** -0.161*** 

L.E     

 (-5.96) (-6.31) (-5.88) (-5.91) 

 -0.104* * -0.214…   

A     

 (-1.99) (-4.40)   

 0.118* * * 0.128**   

W*A     

 (-2.59) (1-97)   

   0.0271* 0.024* 

R     

   (1-78) (1.72) 

   0.034* 0.036* 

W*R     

   (1.82) (1.82) 

Con no yes no yes 

ll 38.99 40.77 33.92 24.10 

R2 0.497 0.562 0.431 0.323 

W aid -spatial-lag 13.71*** 6.38* * 13.17*** 6.32** 

W aid—spatial—error 11.86*** 5.53* * 10.82*** 5.16** 

注：Con 表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ll代表最大似然估计值,R
2
代表拟合优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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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个模型中，生态效率的空间加权项系数（W*E ）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

明城市生态效率进步会对周围城市生态效率发挥积极贡献, 在地理区位上表现为生态效率相近的城市间呈现空间集聚状态，这

与前文生态效率局部散点图低 -低集聚的结论相印证。不难理解，当代表城市通过行政性措施显著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时，周围

城 市在日趋严紧的强制性环境政策约束下会争相学习和模仿领先城市的制度经验，长期会造成一定 空间范围的趋同现象。 

其二，城市生态效率具有负向时间滞后效应。生态效率的时间滞后项（L.E ）估计系数为 -0.177 ~-0.157，说明长江经济

带生态效率存在动态波动趋势,生态效率在相邻两期内具有负向作 用，上一期生态效率上升给当期生态效率至少带来 15.7%的下

降影响。事实上，生态效率的波动 变化特征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发展经济的直接表现。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府

工作 唯一目标时，地方政府会紧抓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工作重要性，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问 题;当城市环境污染日益

严峻而影响日常生产秩序时，政府会重新重视环保工作，短时间内推动生态效率提升。 

其三，产业高级化促进了其他城市生态效率发展。模型（1）和（2）显或,产业高级化估计系数 （A ）在 1%水平下显著为

负，虽然基础模型回归结果余明下游城市产业高级化有利于生态效率进 步，但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由于产业基础较上游薄弱，产

业电级化过程反而不利于生态效率发展，因 此，从经济带整体来看，产业高级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小于环境污染的负向

效应。产业高级化空间加权项（W*A）估计系数显著为|E,表明产业高级化的空间互动效应明显，本地产业高级化有利于其他城

市生态效率发展'产业高级化的£向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从两点解释：第一，产业高级化带来城市主导产业的变迁，必将带来

城市间的产业转移。经济发达城市淘汰的落后产业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却是相对先进的产业。另外，通过产业继承，欠发达城

市挤出原有高 污染、高能耗产业，也能间接促进其他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第二，由于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产业内部技术进

步带来的产业高级化通过上下游客业链流动，不断向周边城市扩散。长江流域依靠完 善的交通网络体系优势可以扩大知识、技

术溢出的空间辐射区域，有效促进上下游产业链的空间 互动,直接促进区域整体生态效率水平。 

其四，产业合理化有利于其他城市生态效率发展。模型（3）和（4）显示，产业合理化的空间加 权项（W*R）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产业合理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理论机制可归纳为：经济发达城市产业合理化进程往往带来生产要素和资源

的区际流动，通过置换低效、污染的产业要素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备。对欠发达城市而言，发达城市转移的要素资源却是相对

高效的，通过 产业要素转移，进一步淘汰原有低效、污染的要素资源，实现欠发达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3.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超效率SBM 方法衡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为进一步验证产 业升级影响生态效率的作用效

果，表 5 是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实证过程基于车位相邻 权重矩阵,建立广义动态空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

示，生态效率的空间加权项（％*£）、 产业高级化的空间加权项（W*A ）,产业合理化（R）及其加权项（W*R）均显著为正，

生态效率 的时间滞后项（L.E ）和产业高级化（A ）仍显著为负，与表 4 回归结论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产业 高级化主要体

现在正向溢出效应，产业合理化具有双重效应，既提升本地生态效率，又为周围城市 生态效率带来积极影响。 

表 5 稳健性检验——变换空间权重矩阵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0.430*** 0.422*** 0.426*** 0.422*** 

W*E (11.01) (10.86) (10.54) (10.57) 

 -0.158*** -0.175*** -0.155*** -0.160* * * 

L.E (-5.95) (-6.28) (-5.87) (-5.89) 

 -0.103*** -0.212***   

A (-2.58)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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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 * 0.128**   

W^A 
(1-96) (1.97) 

0.023* 0.019* 

R   (1.69) (1.65) 

   0.024* 0.024* 

W*R   (1.85) (1.75) 

Con no yes no yes 

ll 40.18 42.38 34.77 26.06 

R2 0.504 0.576 0.429 0.324 

W ald-spatial-lag 13.78*** 13.88* * * 11.62* * * 11.58* * * 

W ald-spatial-error 19.90*** 10.39* * * 10.35 * * * 10.51*** 

 

总之，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市应重视产业优化升级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有益效果，合理布局各城市优势产业,形

成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态势，有效支撑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方式转型。 

4.进一步分析——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生态环境会经历先污染后改善的曲线进程。表 2回归结果 表明，产业高级化（A ）和经

济产出水平（P）对生态效率影响在不同流域间存在异质性作用，但并 未说明产业升级和经济产出水平有何内在关联性，以及

二者如何共同作用于生态效率。因此，我 们有理由假设: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相互促进的关联，经济水平的提升有益于强

化产业升级 对生态效率的积极作用。为验证此理论假设，同时进一步理解产业升级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作 用机制，表 6 中

引入产业高级化、产业合理化与人均产出的交互项。 

估计结果显示:①产业高级化与人均产出的交互项（A_LnP ）系数为负，从侧面反映长江经济 带产业高级化对生态效率发

展的抑制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步而不断减弱。产业高级化 空间加权项与经济产出的交互项（W * A_LnP ）回归系数为

正但不显著，表明本地城市产业高级化 对其他城市生态效率的止向溢出效应并不一定会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而更加显著。经济

产出水平往往反映城市综合发展能力的强弱，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愈强会对周边城市产生极化效应，周 边地区人力资本、资金

等资源往往被吸附至发达城市，反而对周边城市发展产生潜在不利影响。 ②产业合理化与人均产出的交互项（R_LnP ）回归系

数在 10%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长江经 济带产业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会随人均产出的提高而不断增强。产业合理

化空间加权 项与经济产出的交互项(W * R_LnP )回归系数同样为正数而不显著，同样表明本地城市产业合理 化对外地城市生

态效率的促进作用不一定会随着产出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因此，可以认为，以经 济发展水平提升为前提，城市产业升级对本地

区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会愈发显著。 

表 6 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基于经济水平检验 

变量 产业高级化 变量 产业合理化 

 0.421***  0.417*** 

W* E (10.90) W*E (10.44) 

 -0.162***  -0.156*** 

L.E (-5.95) L.E (-5.80) 

 -0.116**  0.0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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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2) R (1.85) 

 0.114*  0.070* 

W*A (1.90) W*R (1.94) 

 -0.029*  0.013* 

A_LnP (1.65) R_LnP (1.65) 

 0.009  0.008 

W* A_LnP (0.71) W * R_LnP (1.30) 

Con no Con no 

ll 38.63 ll 33.83 

R2 0.474 R2 0.428 

W ald-spatial-lag 13.76*** W ald-spatial-lag 14.72*** 

W ald-spatial-error 11.39*** W ald-spatial-error 10.92*** 

 

四、结论与启示 

生态效率演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空间互动影响，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07 座城市为研究样 本，在测度 super-sbm 生态效率

指数和产业升级指数的基础上，构建广义动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 产业升级二维指标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理论机制和作用效果，

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如下。 

第一，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流域间存在阶梯型差异。为解决生态效率的空 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地方政

府要深化生态环境事务的交流与合作，“因城施政，因地施策”；长三 角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等生态效率较高区域需要积极

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城市生态效 率进一步提升,下游经济发达城市应积极扶持中上游城市产业建设,鼓励对口帮扶，如

建立跨省区 的产业协作中心，推动流域整体产业协同发展；中央政府要加强跨流域、跨区域的环境污染联合治 理的协调和监

督，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监测信息城市间实时共享，增强污染防治预警应急处置能 力，提高整体防污治污水平。 

第二，城市生态效率存在负向时间滞后效应。针对生态效率出现的间歇性消极反弹问题，要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目

标责任，形成以有效防污治污、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的政府责任体 系。如建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为导向的常态化政府考核绩

效制度，形成以环保督察为代表的强 制问责机制，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健全公众对环保事务的监督和参与机

制。 

第三，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在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作用下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 从产业高级化角度，以政策、

资金等福利性待遇鼓励企业增大研发投入，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 造，增强第三产业信息化和高技术化，对新能源、光伏发

电等高科技环保产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扶 持，引导其成为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从产业合理化角度，需要优化产业链资源整合效

果，利用先 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切实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构建资源-环境-经济三者耦 合协调发展的产

业布局。 

第四，伴随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升级对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会愈发显著。经济增长带来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充分释放居

民对文化、健康等高层次服务的需求，这就要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 底线，利用人们的高层次需求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技术、

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环保 型新兴战略性产业，引导公众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集约型经济增

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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